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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十三经汇集了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 

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榖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 

雅》、《孟子》十三部儒家基本典籍。这些典籍本身荟萃了中国传 

统文化的精髓，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文学、哲学、政治、历史、伦理、 

语言和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，极具文献价值。而自西汉以降，它 

们又逐渐被确立为封建国家的经典，备受尊崇。尤其在宋代被 

定为科举用书后，它们更成为历代文人士子的必读教科书，而进 

入寻常百姓家，其影响由是日益择远，地位也愈加神圣。据统 

计 ，十三经总字数不过六十五万，而关于它们的传、记、注、疏 、音 

则达到三亿字左右，为原文的四五百倍之多。可见，十三经的确 

深入人心，已完全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去，构成了中 

国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体。因此，要了解和研究中国 

的封建社会，要认识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，不能不阅读十三经。 

然而，十三经或者艰深晦涩、佶屈聱牙，或者意蕴深奥、言简意 

賅 ，读懂弄通十分不易。为帮助读者最大程度地读通和理解原 

著 ，我社积十年之功，邀请名家分别对各经进行注释和今译，今 

终告成，汇为《十三经译注》，愿此项凝聚众多专家和编辑心血的 

艰辛工作，能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流播起到积极的作 

用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 

二〇〇四年四月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

刖

《春秋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修定的，这一点，传《春秋》的 

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说法是一致的。杨伯峻先生在《春 

秋左传注•前言》中说:“孔丘未曾修或作《春秋》”，只“用《鲁春 

秋》作过教本，传授弟子”。在这里，我们要对孔子修定《春秋》多 

说几句。

《孟子》记录了孔子自己对《春秋》所说的两句话 ，一 句见于 

《滕文公下》：

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 

子惧，作〈春秋>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“知我者其惟 

《春秋》乎 ，罪我者其唯〈春秋 >乎!”……孔子成〈春秋 >而乱臣贼子惧。 

一 句 见 于 《离 娄 下 >:

王者之迹熄而<诗>亡，<诗>亡然后〈春秋>作。……其事则齐桓、 

晋文，其文则史,孔子曰:“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”

可见孔子把《春秋》看成是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著作，《春秋》之 

“文”虽是编年史，可是它还有“义”,那就是“王者”之道。

与孟子同时的庄子，在《天下篇》里谈到他对儒家六艺的看 

法时也说：

〈春秋 > 以道名分。

他也看出《春秋》不是纯粹的编年史，而存在着正定“名分”的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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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和作用。这种功能与作用，当然是孔子修《春秋》时赋予它的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多次提到孔子修《春秋》的目的和经过。 

《太史公自序》用很大的篇幅回答了上大夫壶遂提出的问题:“孔 

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? ”《孔子世家》说 ，鲁哀公十四年(孔子七十一 

岁）西狩获麟后，孔子深感“吾道穷矣”，认为“君子病殁世而名不 

称焉，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？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”。 

他对原始史料作了处理，“约其文辞而指博”，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 

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”。《十二诸侯年表•序》说:“孔子明王道， 

干七十余君莫能用。故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兴于鲁而次《春 

秋》。上纪隐，下至哀之获麟。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，以制义法。 

王道备，人事浃。”司马迁对整理、采撷、编定史料有丰富经验，所 

以他把孔子修《春秋》的过程表述得如此简明扼要，是有实际体 

会的。

孔子在修《春秋》之前，对所谓“史记旧闻”必早有搜集，并相 

当熟习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引《庄子》佚文：

仲尼读书，老聃倚灶觚而听之，曰：“是何书也? ”曰：“《春秋》也。” 

这个“《春秋》”，当然不是孔子编定的《春秋 >，而是孔子修《春秋》 

的素材—— 鲁国或各国的史记。《孔子世家 > 记孔子早年曾与南 

宫敬叔一起“适周问礼，盖见老子云”，那么，他回答老子所说的 

“《春秋》”，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记。孔子晚年不曾到过周，所以 

杨先生说，《十二诸侯年表•序》所说的“西观周室”与《孔子世 

家》是有矛盾的，其实太史公这里只是笼统的叙述，并不严格按 

照时间顺序的。至于《公羊注疏》徐彦题下疏引《闵因叙》说:“昔 

孔子受端门之命，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，得 

百二十国宝书，九月经立。”则是汉代纬书之说，可信度是不高 

的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主要依据的是鲁国的史记，即所谓《鲁春 

秋》。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有将史官所记大事互相通告的规矩，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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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《鲁春秋》不仅记有鲁国的史事，也记有别国的大事，《礼 记 • 

坊记》说:“《鲁春秋》记晋丧曰:‘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。’ ”记 

的就是晋国的大事。

《鲁春秋》的内容可能有些芜杂，所以孔子修《春秋》时才要 

“去其烦重”，“削则削”。《公羊传•哀公三年》说:“《春秋》见者 

不复见。”就指出了这个特征。例如《襄公三十一年>•/‘夏六月辛 

已，公薨于楚宫。”这个楚宫，是鲁襄公出访楚国时看到楚国宫室 

相当华美而有南国情调，回国后仿造的。“作楚宫”是鲁国的一 

件新鲜事，《鲁春秋》应该记的，但《春秋》却不书。何休《解诂》 

云:“作不书者，见者不复见。”孔子“去其烦重”而把它“削”了。 

又如《哀公十二年 >:“夏五月甲辰，孟子卒。”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孟子 

者何?昭公之夫人也。其称孟子何？讳娶同姓，盖吴女也。”周 

代强调同姓不婚，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、仲雍之后，与鲁国同 

属姬姓，因此鲁昭公娶吴女是非礼的。《礼记•坊记》说:“《鲁春 

秋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，其死曰孟子卒。”这里说了两件事，一件 

是“去夫人之姓曰吴”，即不称孟姬，而改称“吴孟子”；一件是记 

其死曰“孟子卒”，连吴也不加了。可见《鲁春秋》原本记有娶夫 

人吴孟子的一条，还记有孟子卒的一条，到孔子修《春秋》时，把 

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删削掉了。《论语•述而》说 ：

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，孔子曰“知礼”。孔子退。揖巫马期而进 

之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， 

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 !”巫马期以告，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 

之。”

可见鲁国称昭公夫人为“吴孟子”，是其他诸侯国也知道的，这可 

能是昭公娶她时通告了各国。因而《鲁春秋》曾有关于昭公娶夫 

人吴孟子的记载，完全合乎情理。《春秋•昭公十年>“十有二 

月”前阙一“冬”字。何休《解诂》说:“去冬者，盖昭公娶吴孟子之



年，故贬之。”虽为臆测，不为无理。但贬之之说未必是，盖是年 

冬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条因“见者不复见”而删节了，连带也阙了 

个冬字。这一条，即《礼记•坊记》所称“去夫人之姓曰吴”的那 

一条是完全可能的。

但《春秋》也不完全是削，还有“笔则笔”的一面。例如桓公 

娶文姜，《春秋》记得就十分详细。《桓公三年 >:“春正月，公会齐 

侯于嬴。”据《左传》说是桓公无媒而聘文姜，这在古代是非礼的 

事。《春秋》据实而书,讥贬之意自见。接着，“(秋七月）公子舉 

如齐逆女。九月，齐侯送姜氏于谨(鲁国地名）。公会齐侯于灌。 

夫人姜氏至自齐。”可说是不厌其烦了。《公羊传》在“齐侯送姜 

氏于灌”下说:“何以书？讥。何讥尔？诸侯越竟(境)送女，非礼 

也。”古代诸侯女儿出嫁，国君不能自送，要由卿大夫送。齐僖公 

无媒把女儿许婚在前，又亲自送女儿出嫁在后，如此一再非礼， 

这是《春秋》“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”（《左传•成 

公十四年 >)的地方。后来桓公因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而被害 

身亡，文姜在桓公死后继续与齐襄公私通，《春秋》都含而不露地 

作了微妙的揭露。庄公元年、二年、四年、五年、七年都有文姜与 

齐襄公相会的记录，直到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为止。回过头去 

再读齐僖公急于嫁女甘冒非礼的文字，才明白这个当父君的自 

有“女大不中留”的隐衷了。这是《春秋》“笔则笔”的地方。

《礼记•经解》说:“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属辞是遣词造 

句 ，比事是排比史事。上述文姜与齐襄公事就是排比史事，因史 

旧文而见义，字句上虽没有什么变动，但让事实说话，自寓讥贬 

之意。

属辞，即对史记原文字句上有所修改。这种情况，有时是纯 

粹修辞上的问题，如《公羊传•庄公七年》云：“《不修春秋》曰： 

‘雨星不及地尺而复。’君子修之曰：‘星赏如雨o’”《不修春秋》，



就是《鲁春秋》，指鲁史旧文；“君子修之”，则指孔子所修的《春 

秋》。类如这种文辞上的修改，因秦火以后《鲁春秋》的佚失，我 

们已经不能知道得更多了。另外，在史实上，孔子取审慎态度， 

不随便改动。如《昭公十二年》“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”,孔 

子根据青年时代的亲身见闻，认为“纳北燕伯于阳”应该是“纳北 

燕公子阳生”之误。但是他尊重鲁国史记原文，不率尔以自己的 

记忆为准，去修改《鲁春秋》。他说《春秋》是“信史”，“其词，则丘 

有罪焉尔”，即他的改动只是在词句上。所以属辞更多的是义理 

方面的问题，即世称“一字褒贬”的“《春秋》笔法”。首先提到这 

一点的是《左传》。《春秋•昭公二十年》:“盗杀卫侯之兄絷(《公 

羊》、《榖梁》作辄）。”这个“盗”，据《左传》说原作“齐豹”，《左 传 • 

昭公三十一年>:

齐豹为卫司寇、守嗣大夫，作而不义，其书曰“盗”。……是以〈春 

秋》书齐豹曰“盗”……以惩不义……其善志也。故曰：《春秋 > 之称微 

而显，婉而辨。上之人能使昭明，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是以君子贵 

之。

又如《春秋•僖公二十九年 >:“夏六月，公(《左传》脱)会王人、晋 

人、宋人、齐人、陈人、蔡人、秦人，盟于翟(《公羊》作狄)泉。”公是 

鲁僖公，王人是王子虎，其他诸侯国的“人”实际上都是该国的 

卿，《左传》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氏和名。卿不书氏和名而书人，在 

《春秋》就是一种贬。《左传》：

卿不书，罪之也。在礼，卿不会诸侯，会伯子男可也。

这种一字褒贬，《公羊传》说得很多，在此不一一列举。但 

《公羊传》的说法，往往与《左传》有歧异，与《榖梁传》也互有异 

同，有时是非很难定夺。有人便趋于极端，说“以《春秋》为褒贬 

者，乱《春秋》者也”（郑樵），想否定孔子修 < 春秋》寓褒贬之意。 

善于用独到见解论古议今的王充在《论衡•超奇》篇中则说:“孔



子得史记以作《春秋》，及其立义创意，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， 

眇思自出于胸中也。”他明白修史是有思想倾向性的。

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谈到孔子修《春秋》时举例说：

吴、楚之君自称王，而 < 春秋 >贬之曰“子”;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， 

而< 春秋》讳之曰“天王狩于河阳”。推此类以绳当世。

司马迁是明白记载孔子修《春秋》的。他以史学家的眼光，比较 

推重《左传》，所以在《十二诸侯年表•序》中叙明了孔子修《春 

秋》以后说：

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，为有所剌讥褒讳，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 

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 

史记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(即《左传>)。

可见，司马迁认为，《左传》传《春秋》，是比较得其真的。但他在 

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论《春秋》之义时，又全用《公羊》学家之语和子 

夏之说。司马迁生活的年代，《榖梁传》还没有兴起，他是同时受 

《左传》和《公羊传》影响的。

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都传自子夏。相传，孔子是着重把《春 

秋》传授给子夏的，《孝经钩命决》说:“孔子曰：‘《春秋》属商，《孝 

经》属参。’ ”商就是子夏，参就是曾参。这说法出自纬书，有不可 

尽信的一面(“《孝经》属参”），也有不可不信的一面(“《春秋》属 

商”）。从后人所记子夏本人的言论看，他对《春秋》确实很有心 

得。《韩非子•外储说右上>:

患之可除，在子夏之说《春秋》也。……子夏曰：“《春秋》之记臣 

杀君、子杀父者以十数矣，皆非一日之积也，有渐而以至矣。”凡奸者 

行久而成积，积成而力多，力多而能杀，故明主蚤绝之。

董仲舒《春秋繁露•俞序》：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

卫子夏言:“有国家者不可不学《春秋》，不学《春秋》，则无以见前 

后旁侧之危，则不知国之大柄、君之重任也。故或胁穷失国，搶杀于 

位，一朝至尔。苟能述《春秋》之法，致行其道，岂徒除祸哉？乃尧舜 

之德也。”

又：

子夏言:“《春秋》重人，诸讥皆本此。或奢侈使人愤怨，或暴虐贼 

害人，终皆祸及身。”

刘向《说苑•复恩》：

子夏曰：“《春秋》者，记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者也。此 

非一日之事也，有渐以至焉。”

显然，子夏概括的《春秋》之义，一是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即 

礼;一是“重人”，即仁。礼和仁，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。

《公羊传》最初是口头传授的，据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徐彦疏 

引戴宏序：

子夏传与公羊髙，高传与其子平,平传与其子地，地传与其子敢, 

敢传与其子寿。至汉景帝时，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。 

景帝时，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治《公羊春秋》，皆为博士。此时传 

《春秋》者虽有五家(另有邹、夹二家，因“部氏无师，夹氏未有书” 

而不传），只有《公羊传》立于学官。《公羊传》因开宗明义提出 

“大一统”之说，结末强调“拨乱世反诸正，莫近诸《春秋》”，其所 

说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之义，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，所以在 

汉初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很自然的。武帝时，诏太子受《公 

羊春秋》，由是《公羊》大兴。《榖梁传》至宣帝时方始立于学官， 

《左传》则直至平帝时才一度立于学官，以后王莽、光武帝都曾设 

《左传》博士，却昙花一现。终汉之世，在经今古文之争中，《公羊 

传》在官学中的地位都不曾动摇。董仲舒授弟子赢公，赢公授眭 

孟 ，孟授庄彭祖、颜安乐。至东汉，《公羊》遂分为严(避汉明帝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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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讳改）、颜之学。灵帝时，何休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，作《春秋 

公羊传解诂》，是汉代《公羊》学的总结。

魏晋以后，《左传》渐以其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 

辞崭露头角，越来越见重于世。相比之下，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 

逐渐受到冷淡。晋代还有王接、王愆期父子“更注《公羊春秋》， 

多有新义”(《晋书•王接传》 又有刘兆“以《春秋》一经而三家 

殊涂，诸儒是非之议纷然，互为仇敌，乃思三家之异，合而通之。 

《周礼》有调人之官，作《春秋调人》七万余言，皆论其首尾，使大 

义无乖。时有不合者，举其长短以通之”(《晋书•儒林传》）。但 

总的趋势，却是《左传》盛行，而“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传，儒者多不 

厝怀”(《北史•儒林传上》）。虽然如此，《公羊传》仍是儒者们推 

崇的一部经传，所以北魏刘兰“排毁《公羊 >”，有人便指责他“毁 

辱理义”，刘兰“由是见讥于世”（同上）。

五经博士是汉武帝建元五年始置的，当时《春秋》只列《公 

羊》一家。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也只刻《春秋》和《公羊传》。 

唐初孔颖达撰《五经正义》，却没有了《公羊传》，而只选定了《春 

秋左氏经传集解》(杜预注）。唐初李淳风等编撰的《隋书•经籍 

志》说 ：

晋时，……《穀梁》范宁注，《公羊》何休注，《左氏》服虔、杜预注， 

俱立国学。然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但试读文，而不能通其义。后学三传通 

讲 ，……至隋，杜氏盛行,服义及〈公羊》、《榖梁》浸微，今殆无师说。 

可见到了唐初，《公羊传》的研习几成绝响。但《公羊传》仍列于 

“九经”(《初学记•经典》），贞观二十一年诏，将卜子夏、公羊高、 

何休与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与颜子俱配享庙堂。唐文宗开成年间 

所刻石经，也并列《春秋》三传。玄宗天宝末年，啖助“善为《春 

秋》，考三家短长”而“好《公》《穀》二家”，“缝锭补缺”，十年而成 

《春秋集传>(《新唐书•儒学传>)。德宗、宪宗之际，殷侑又专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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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羊传》作注，被韩愈赞为“味众人之所不味”(《遗殷侍御书》)。 

特别是晚唐时徐彦为何休的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作疏，更使《公 

羊》学有所发展。至于文人引《公羊传》论辩作文者，亦时或可 

见 ，如张柬之驳王元感“论三年之丧以三十有六月”之说，即引 

《公羊传•文公二年》讥丧娶之文及何休《解诂》，指出“三年之丧 

二十五月，自古则然”(《新唐书•儒学传>)。又如柳宗元《驳复 

仇议》，也引《公羊传•定公四年 >“父受诛，子复仇，此推刃之道” 

一段作为论据。总之，有唐一代，研究《公羊传》、读《公羊传》的 

人虽然少，却是不绝如缕。

自宋至明，是《公羊传》比较沉寂的时期。宋代陈德宁有《公 

羊新例》十四卷，除此之外，治《公羊》学而有所著述的殆不见于 

史。南宋高宗时，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，当时徽宗尚未 

拊庙，被誉为“学术深博”的朱震据《公羊》义为陈其非。除此之 

外 ，也绝少有人在朝廷上提到《公羊传》。继承前代作综合三传 

工作的人是有的，如吴孜有《春秋折衷》十二卷，王日休有《春秋 

三传辨失》三卷，王应麟有《春秋三传会考》三十卷，陈藻、林希逸 

有《春秋三传正附论》十三卷等。至元代，黄泽考核三传，以《左 

传》为脉络，作《三传义例考》;程端学作《三传辨疑》。明代的赵 

汸 J i 黄泽的弟子，以闻于黄泽者为《春秋师说》三卷，复广之为 

《春秋集传》十五卷。此外，魏靖国有《三传异同》三十卷，都是综 

合研究三传的著作。这些工作，为清代对《公羊传》的研究上升 

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。

清代是《公羊》学又一个兴盛时期。乾隆年间，孔广森著《春 

秋公羊通义》十一卷，序一卷。《清史稿》本传说他“旁通诸家，兼 

采《左》、《榖》，择善而从”，“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《公羊》者 ，多著 

录之”。《春秋公羊通义》是清代<公羊》学的一部代表作。其后， 

马宗琏有《公羊补注》一卷，凌曙有《公羊注》十七卷、《公羊礼疏》



十一卷，刘逢禄有《公羊春秋何氏释例》三十篇，陈奂有《公羊逸 

礼考证》一卷，陈立有《公羊义疏》七十六卷，包慎言有《公羊历 

谱》十一卷，龚自珍有《春秋决事比》一卷，王阖运有《春秋公羊传 

笺》十一卷，康有为有《春秋董氏学》、《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》等。 

一时，对《公羊传》的研究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。而康有为 

《公羊》学的托古改制，又成为儒学近代化的前奏。

《公羊传》以阐释《春秋》的义理为主，兼涉研讨《春秋》的文 

理和介绍有关的史实。

一 、阐释《春秋》的义理。

《公羊传》的主要内容，是解释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义”。大别 

之 ，可概括为恶恶、善善、尊尊、亲亲、贤贤、贱不肖几个方面。

恶，有大恶、小恶之分。小恶如取人之邑，大恶如弑君、灭 

国，《公羊传》都加以贬斥。例如《春秋•宣公八年》:“仲遂卒于 

垂。”仲遂就是公子遂，《公羊传》认为不称公子就是《春秋》的一 

种贬。为什么在公子遂死的时候贬他呢？就因为他生前弑过服 

丧未逾年之君。又如《春秋•僖公二十五年》:“卫侯燬灭邢。”卫 

侯燬就是卫文公，古代诸侯除非死后发讣告才称名，活着的时候 

是不称名的，所以《公羊传》问：“卫侯燬何以名？”回答说：“绝。 

曷为绝之？灭同姓也。”邢国是一个姬姓小国，是周（也是鲁、卫) 

的同姓国。灭同姓国又是灭国中之甚者，所以《春秋》要“绝”他。 

(公羊传》并且概括了一条:“《春秋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，不贬 

绝以见罪恶也;贬绝然后罪恶见者，贬绝以见罪恶也。”

善 ，也有大善、小善之分。小善如邾娄国君在隐公元年就来 

“与公盟”，加以“渐进”，《春秋》书其字曰“仪父”。《公羊传》认为 

称字是一种“褒”。大善如齐桓公的存亡国、继绝世，曹公子喜时

10



的让国等。齐桓公曾有继绝存亡之功，所以后来虽然也有灭国 

之恶，而《春秋》为之讳，《公羊传》说这是“君子之恶恶也疾始，而 

善善也乐终”。公子喜时有让国之贤，所以他的后人虽有叛国之 

恶 ，《春秋》也为之讳，《公羊传》说是“君子之善善也长，恶恶也 

短，恶恶止其身，善善及子孙”。

尊尊，是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一个重要方面，特指尊王， 

泛指尊上。可举《春秋•僖公二十八年》为例。城濮之战，以“晋 

侯、齐师、宋师、秦师”为一方，以楚令尹子玉为另一方，《春秋》不 

书楚令尹子玉，而书“楚人”。《公羊传》说 ，称楚人是贬，为“大夫 

不敌君”而贬。这就是一般的尊上。晋文公战胜楚国以后，在践 

土大会诸侯，后又会诸侯于温，两次召周王至。《春秋》两书“公 

朝于王所”，《公羊传》前次说：“不与致天子。”后在《春秋》讳言 

“天王狩于河阳”后说:“不与再致天子。”这就是尊王。尊王不仅 

止于周王自身，天子之师、天子之使，《春秋》都尊之。《隐公七 

年 >“戎伐凡伯”，《公羊传》指出这里用“伐”是“大”天子之使;《庄 

公六年》“公至自伐卫”,《公羊传》指出这里“致伐”是“不敢胜天 

子”。

亲亲，是巩固宗法制的重要道德观念，所以为儒家所提倡。 

以公子友处理公子牙和公子庆父两个人的问题为例。公子牙预 

谋篡弑，为公子友处死，《春秋》却讳杀而书“公子牙卒”。《公羊 

传》说 ，这是“缘季子(公子友）之心而为之讳”，公子友诛母兄是 

“君臣之义”，而他不直诛公子牙而酖之，是“使托若以疾死然，亲 

亲之道也”。公子庆父两次弑君，《春秋》皆不直书。《公羊传》 

说 ，前一次是因为“狱有所归”，所以公子友对同母兄庆父“不探 

其情”，后一次是庆父已出奔莒，公子友“缓追逸贼”，这都是公子 

友的“亲亲之道”，《春秋》自然也缘其心而为亲者讳。《论语•子 

路》记孔子说的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，正是这种“亲亲之道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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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表现。

贤贤，是孔子“举贤才”思想的具体表现。《春秋》书“弑君” 

而“及其大夫”的共有三起，《公羊传》都解释“及”为累及，并说因 

弑君而累及大夫的不止这三个人，《春秋》写这三个人是因为他 

们“贤”。孔父的“义形于色”，仇牧的“不畏强御”，荀息的“不食 

其言”，都是他们“贤”的地方。《春秋•僖公二十八年》书“晋人 

执卫侯,归之于京师”，《公羊传》说 ，卫侯之罪是“杀叔武”，可是 

《春秋》不书卫侯杀叔武，这是“为叔武讳”。“《春秋》为贤者讳， 

何贤乎叔武？让国也。”此外，季札、叔术也有“让国”之贤，祭仲 

有“知权”之贤，曹羁有“三谏不从遂去之”之贤，等等。

贱不肖，如《春秋•桓公二年》直书“公会齐侯、陈侯、郑伯于 

稷 ，以成宋乱”。《公羊传》多次说，《春秋》“内大恶(鲁国的大恶） 

讳”，如隐公时无骇帅师灭极，讳而书“入极”，这里对桓公为什么 

直书其恶而不讳了呢？传文点明是因为隐贤而“桓 贱 也 桓 公  

弑君篡位，第二年就接受宋国贿赂以成宋乱，有此种种不肖，所 

以贱之而不讳。又如《桓公六年》“蔡人杀陈佗”，陈佗是陈国的 

国君，《春秋》不称他“陈侯佗”而称他“陈佗”，《公羊传》认为是 

“绝也”。“曷为绝之？贱也。其贱奈何？外淫也。恶乎淫？淫 

于蔡，蔡人杀之。”可以看出，善善与贤贤是相通的，恶恶与贱不 

肖也是相通的。

此外，《公羊传》每抉摘微旨，揭示子夏所说的《春秋》有重人 

的思想。对统治阶级“丹楹刻桷”，“临民之所漱浣”筑台，以及凶 

年大兴土木之功等加以讥刺。

《公羊传》阐释《春秋》义理，其中有些今天看来还有积极意 

义 ，但也有些只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有积极意义，而在今天看来已 

是迂腐和陈旧的成分，甚至是消极和错误的。有些说教，就是在 

《公羊传》传述的战国时代和成书的汉初，也是相当不合事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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